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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源起及变异

比较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工具。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甚至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

社会学本身，而非社会学的分支学科[1]。由于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奠基时期与历史研究有

着紧密的关联，所以，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也广泛用于比较历史的分析。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

都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中运用比较方法最典

型的当数韦伯，其一生的基本思考线索就是对世界诸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博士

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的贸易公司史，博士毕业后随即研究罗马帝国农业制度史，这表明他在史学上有

极高的造诣[2]。尽管韦伯后来逐渐转向社会学领域的开拓，但他的问题意识始终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

力，他对社会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偶然性有着极为独特的理解。

韦伯思想在 20 世纪初经帕森斯之手传入美国及英语世界后，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但同时也发

生了令人遗憾的变异。帕森斯对韦伯思想进行了“去历史化”的改造，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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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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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在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历史问题丧失了重

要性，变成了现实的一个注脚[1]。比较方法仍是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比较历史已经完全被边缘

化了。比如，我们在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梅尔塞的《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中，就看不到对比较

历史的专门探讨，即使是在谈到韦伯时，他强调的也是韦伯所用的“间接差异法”和“理想类型”[2]。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学思想发生了激进化的转向，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

判。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试图重新把历史的视野带回来。他们关心的仍然是现代化问题，但

不再像帕森斯那样把美国模式当作“终结历史”的唯一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将研究焦点放在各国不同

的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上。这种分析路数的开创者是 1966 年出版《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摩尔[3]。

摩尔的这本名著开启了对以国别为基础的革命及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摩尔不同时期两位杰出的学生

蒂利和斯考切波把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推向高峰[4]。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自称他们做的是

“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而非“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是

针对现代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的宏大历史问题（诸如社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的

阶级结构等等）的因果关系探寻，正如蒂利一本著作——《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书名所昭示的[5]。

为了与我后文的说法区分开来，我将他们的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宏观比较历史

分析，一方面强调使用“过程追踪方法”，重视事件、时机分析，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

他们也热切地参与了社会学试图证明自己作为科学的热潮”[6]，因此，其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对这些学

者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二、历史学对比较方法的慎用

与社会学家对比较方法的垂青相较，很多历史学家对比较方法一直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些史

家甚至根本拒绝比较方法。这是因为历史学所关注的往往是特殊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具有复杂

因果关联或偶然性的东西，是梁启超所谓的“历史不共相”。有些史家因此断言“史学不宜归纳，而要

贯通”[7]。

即使是同样使用比较，历史学与社会学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首先，在空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

的范围更小，而社会学家往往更关心文明或国家的整体性。其次，在时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的时段

划分更细，精确性要求更高，而社会学家研究的时间跨度更大。再次，在概念的使用上，史家更倾向于

使用当时的语言，而社会学家更多使用理论概念。前者可称之为“概念的发现”，后者可称之为“概念

的发明或援用”。最后，史家更强调复杂的历史背景，强调多重的因果关联，而社会学家更强调某一两

个因素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8]。我们以海外研究近代中国民众运动的两本名著来举例。周锡瑞的《义

和团运动的起源》和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尽管在问题意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也都在书

[1]Zaret,“From Weber to Parsons and Schutz: 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

ogy, 85(1980), pp.1180-1201.
[2]〔美〕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3]〔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4]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美〕斯考切

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1984.
[6]〔美〕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7]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4页。

[8]〔德〕哈特穆特·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赵进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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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到了比较方法，但在时间、空间和概念的处理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1]。而这种差别与作者的

学术背景直接相关：周锡瑞的研究更多体现出历史学的素养，而裴宜理的研究则更多体现出政治学、

社会学的训练。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学与社会学对比较研究的不同态度。陈寅恪在研究佛经对

中国学术的影响时曾总结了佛经比较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

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

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

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

见之作也。”[2]陈寅恪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比较语言学的精义作了更深入的阐发：“故欲详知

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

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

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

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方面，比较

其差异。……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

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

研究之可言矣。”[3]陈寅恪虽然并不完全否定格义式的比较，但他显然非常警惕这种比较研究可能带来

的穿凿附会之弊，更倡导合本式的“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比较。格义比较与合本比较

之别，犹如美国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平行比较与欧洲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影响比较之别[4]，也正如社会学

和历史学对比较的不同偏好。

三、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聋子的对话”

在 20 世纪以前，并无严格的学科划分，理论大师对重要问题的思考都不受学科界限的影响。20
世纪初，学科专业化程度大大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渐行渐远。而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社会学

与历史学重新开始了对话。但因为对各自学科边界的坚守，这种对话显得异乎寻常地吃力，布罗代尔

甚至将此称为“聋子的对话”[5]。虽然今天史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在使用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社会

学也开始将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纳入主流，但这种对话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一方面，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不仅在进化论色彩、西方中心论偏向以及可比性问题上屡受质疑[6]，而

且，其在社会学中所标榜的时间感也遭到严厉批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在研究中暴露出来的对时间

的不敏感、在叙事上的裂痕、在理论解释上的空疏，不仅历史学家不买账，就连一些历史社会学家也难

以认同[7]。从实证史学的眼光来看，时间感不仅不是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长项，恰恰是其短板；而其在

[1]〔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

与革命者》，池子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5页。

[3]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1-252页。

[4]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154-155页。

[5]〔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7]Burawoy,“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1989）, pp.765-769.
〔美〕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第85-92页。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

学》，〔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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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方法上的运用也多有穿凿附会之嫌。

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的专业化分工和科际界限的强化，随着实证史学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位置及

微观史取向的倡导，随着史料的不断涌现及史料利用的便捷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实

证史学和微观史学固然敏感于对时间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往往因为学养和视野的不足而显得零碎不

堪。他们常常不屑于做格义研究和平行研究，就连合本研究和影响研究也少见精品。我们在社会学

质性研究中常常批评说：千村万户式的个案研究加总起来并不足以认识中国。从微观研究通向宏观

理解，需要在研究个案的复杂性上多加反思，悉心体会，仔细比对[1]。然而，今天老一代的实证史学家

常常埋首在史料中，醉心于微观事实真相的还原，无心他顾。年轻一代的史学从业者虽然对包括社会

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多有涉猎，但常常止步于浏览或对社会科学新名词的生硬搬用，缺乏对社会学经典

作品的精读细品。

陈寅恪曾经批评史学“新派失之诬”“旧派失之滞”[2]。这种批评在今天面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

实证史学的对峙局面时也不失针对性。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跨越这种二难的困境呢？

四、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

如前所述，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长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现结构性的想象力，短于叙事的粗疏、时间感

的缺失；而实证史学尤其是微观史取向的实证史学长于细节的叙事、个案的挖掘、复杂性的展示，短于

结构性的眼光。要搭建两者有效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着力推进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关于“微观比较

历史分析”，需要作几点说明。

首先，这个概念不同于斯奈德所谓的“次国家的比较方法”[3]。后者是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技

术改进版本，其把比较历史分析的单位从国别降低到国别以下的单位，只是出于增加可观察的数

量、降低比较的可控性难度的考虑，但其基本分析的逻辑仍是结构性方法。而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则

是要把结构性分析方法与事件性分析方法真正融合在一起，以休厄尔所谓“事件性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4]的思维，打破社会学与史学的藩篱，同时赢得这两个学科的认同和尊重。

其次，“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并非一个解释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针对“宏观比

较历史分析”提出来的，主要用来勾勒早已存在、但易被忽略或淹没在其他问题中的分析线索。“微观

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外的研究著述中早有诸多经典的范例。

我们先举一个社会学的例子。蒂利的博士论文虽然是由摩尔指导的，但蒂利1958年在哈佛大学

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 1964 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旺代省》时[5]，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尚未出版。因此，在蒂利一生众多的著述中，他的第一本著作《旺代省》在学术上的价值是非常特别

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当作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源起。蒂利通过系统比较法国旧省安茹（Anjou）
境内两个对法国大革命持截然相反态度的毗邻地区，探究了法国大革命后期旺代的农民叛乱是如何

发生的。虽然这本书在具体的分析上尚存在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它却采取配对比较的策略，将精

[1]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上海〕《社会》2018 年第 2 期；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

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1页。

[3]〔美〕斯奈德：《缩小规模：次国家的比较方法》，杜欢译，高奇琦编《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版，第272-304页。

[4]〔美〕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第93-95页。

[5]Tilly, The Vende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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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历史叙事与宏观的态势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蒂利在比较中对史料的运用及其解读是符合史学

传统的，而其问题入手点又是典型的社会学式的：两地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差异如何影响了政治主张

和政治行动的差异。该书同时赢得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称道。著名历史学家亨特就认为该书表

明社会学家能够在历史档案中进行严谨的、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能维持他们对于一般性问题的掌握[1]。

但令人遗憾的是，蒂利自出版该书后就转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旺代省》所蕴藏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

方法被他本人弃之不用。休厄尔批评蒂利在《旺代省》以后持续开展的对法国集体暴力的研究，既延

续了《旺代省》中“沉迷于潜在主要进程的目的论视角，同时却失去了它不完整却不失为优秀的事件性

分析”[2]。今天，我们应该从蒂利手中将他始用之、终弃之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拯救出来。

我们再举一个史学的例子。陈寅恪是一个虽然慎用比较，但同时又非常重视比较方法的史学大

师。他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用社会群体比较的方式勾勒了中国中古政

治演化的基本线索：“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

大夫。阉官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

则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臣则尚文辞。士大夫贵

仁孝，而阉臣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

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3]而在《崔

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在这条基本比较线索下更精细的比较个案分析。他在文中

既洞悉了“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又敏察了崔浩与寇谦之

的关系实质在于：“浩之思想行为纯自社会阶级之点出发，其所以特重谦之者，以寇氏本为大族，不同

于琅琊孙氏。又谦之所清整之新道教中，种民礼度之义深合于儒家大族之传统学说故也。”[4]陈寅恪在

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时，将“社会阶级”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将社会阶级的对比分析作为基本的分析

线索[5]。显然，这种概念的使用及比较分析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陈寅恪所用的“社会阶级”概念与

韦伯所用的“身份群体”（status group）概念颇为接近。不过，陈寅恪在具体撰述中并不直接引用社会

学文献，而是将得之社会学、比较语言学等各门西学的启示内化在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和探微中。他以

深厚的学养、独特的眼光和精细的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所可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6]。本文当然不是要把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方法都装在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套子里，仅仅是从这个特

有的角度对其博大精妙的思想世界窥探一二而已。

五、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应用：初步的探索

既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宏观史与微观史、政治史与社会

史的分割等问题[7]。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近年来，作者

以中共政治文化和政治支配结构的历史渊源为基本问题，以江西早期中共组织及中央苏区的组织形

[1]〔美〕亨特：《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第281-285页。

[2]〔美〕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第84页。

[3]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8页。

[4]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6、157页。

[5]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田余庆正是在陈寅恪这两篇文章的问题线索的指引下，于1974年发表了《曹魏之争与世家大族》，揭开了他登临

治史高峰的序幕。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7]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上海〕《社会》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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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流变为入手点，以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为基本方法，作了一些初步探索。

作者通过研究江西中共党团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展现了江西

共产主义革命者所形成的最早的组织网络。由此研究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

是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对南

昌第二中学的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的网格状革命网络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乡村社会组织暴动时，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基本类型，其领导万安暴动过

程中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

以及对万安暴动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

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

张力。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把曾天宇与万安暴动的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对照。

作者而后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革命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截然

相反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重新

认识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中共早期党史中的内涵。

作者接着又对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部队的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作者展示了朱毛红四军将前敌

委员会确立为最高领导机构的曲折过程，由此过程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

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

关系。而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的组织形态作为与红四军进行对照的一个背景。

作者新近还对 1930—1931 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

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

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对比研究的，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毛

泽东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

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共组织“集中领导、

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1]。

人们常说“史无定法”，拓展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当然不限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主要是

应对史学同行的一个疑问：社会学者在进入革命史研究后在方法上可能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但必

须承认，无论是本文对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思考，还是作者近年对这一方法在研究实践中的运

用，都远未成熟，有待方家的指正。

〔责任编辑：道 成〕

[1]应星：《学校、地域与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应星、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和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上海〕《社会》2014年第5期；

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广州〕《开放时代》2015年第6
期；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南昌〕《苏区研究》2016 年第 3 期；应星：《1930—1931 年红

军整编的源起、规划与实践》，〔北京〕《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58


